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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金瓶梅》作者“汪道昆说”质疑 

程石磊
1
 

(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,合肥 230039) 

【摘 要】：20世纪 90年代以来,潘志义等人提出《金瓶梅》作者为徽州人汪道昆的观点。但这些持《金瓶梅》

作者汪道昆说的学者们,在相关的论证过程中却多有失误——历史上徽州并未改称“兰陵”,汪道昆并未参与编纂

《水浒传》,《金瓶梅》中的徽州方言与习俗的论据也不充分。在尚无新材料发现之前,目前的研究很难证明《金瓶

梅》诞生自徽州,更不能证明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就是徽州人汪道昆。文章认为,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,应避免

先入为主,避免被地方主义情绪所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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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 

关于《金瓶梅》作者的问题,学界历来争论不休。大体说来,明人笔记中的记载猜测的成分较多,而没有统一的说法。而有清

一代,人们则大体认为《金瓶梅》出自“后七子”之一的王世贞之手,并附会有“苦孝说”、“清明上河图流传”等许多传说。

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,吴晗、郑振铎、鲁迅等人撰文质疑“王世贞说”,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王世贞与《金瓶梅》之间的关系。

自此之后,除有人仍坚持“王世贞说”之外,又有各种各样的假说陆续提出,让人目不暇接。在尚无与《金瓶梅》直接相关的新材

料发现之时,关于《金瓶梅》作者的诸多假说,多出自猜测与附会,强有力的证据并不多。 

上世纪 90年代以来,以潘志义(笔名苟洞)、王潮涌、丰吉、韩文杰、华柯等为代表的学者们,提出了《金瓶梅》作者是明代

徽州著名学者汪道昆的观点,并在地方刊物上发表一系列的研究论文,使得“汪道昆说”渐成体系,近年来更是获得了学界的重

视。其中潘志义更是从徽州方言、徽州商人、徽州地理、徽州民俗、徽菜、徽州建置等许多方面论证《金瓶梅》的诞生地即是

徽州,而是书作者即是明代徽州学者汪道昆。但是,通过对《金瓶梅》原书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梳理,从几个角度考察“汪道昆说”

持有者所提供的论据,笔者认为“汪道昆说”是不能成立的。 

二、徽州在历史上未曾改称“兰陵” 

《金瓶梅》自成书之日起,人们对它的作者就有着不同的猜想,但多数猜想并无真凭实据,只有“词话本”所载欣欣子序中明

确有“兰陵笑笑生”的提法,直接指出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一位化名为“兰陵笑笑生”的人,之后这种说法大体为学界所接受。

“笑笑生”为作者化名,因而关于作者身份的讨论多集中在了地名“兰陵”的选择上。 

关于兰陵,古时有兰陵与南兰陵之别,关于《金瓶梅》的作者亦有南北之分。以对兰陵南北选择的不同,使得学者们对《金瓶

梅》作者的猜测多集中在山东、苏南这两个中心上。可是在兰陵与南兰陵之外,持《金瓶梅》作者“汪道昆说”的潘志义却提出

了“兰陵”就是指徽州的第三种说法,并为一部分人所认可。潘志义通过《新安名族志》一书中关于徽州萧江氏的记载,认为“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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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,在中国称‘兰陵’的还有一个地方,这就是徽州。徽州在五代时曾称‘兰陵郡’。只是这个‘兰陵’郡号存世时间太短,没有

载入史册,又时隔久远,被人遗忘了。”[1]从而认定徽州在唐末五代时期曾经更名“兰陵”郡,并以此为其《金瓶梅》作者“汪道

昆说”的重要依据。 

关于徽州的历史沿革,方志载之甚详,但并不见有唐末曾更名“兰陵”的记载,为何罗愿、汪舜民、方信、汪尚宁、赵吉士等

人不载,而汪道昆却独知此事,本身就很值得怀疑。笔者通过对于相关文献的重新考察认定:关于徽州历史上曾改称“兰陵”的论

断,实际上是潘志义先生对文献误读的结果。 

为了方便叙述,我们将潘志义所引《新安名族志》中江氏小序摘录如下: 

江出嬴姓,伯益之裔。玄仲受封于江,因以为氏,郡号济阳。又有萧江氏,本萧姓,唐宰相遘之仲子曰祯,为护军兵马使,广明间

伐巢有功,封柱国上将军,镇守江南,驻兵于歙黄墩,谋复唐业不克,遂指江为誓,易姓江焉,郡号兰陵[2]。 

上述文字记载了徽州江氏的两大族派,即徽州江氏根据来源的不同区分为济阳江氏和萧江氏。与潘志义先生所谓将歙州(徽

州前身)“更名兰陵”相关的是其中的萧江氏一族。萧江氏来源于中古望族兰陵萧氏,南朝时期为齐、梁两朝皇族,入唐则累世显

宦,有“八叶宰相”之誉。按现存萧江氏谱牒记载,萧江氏的迁徽始祖萧祯即为唐僖宗宰相萧遘次子,因黄巢起义与政治失势而避

难歙州,其后子孙散居,渐成徽州名族。 

因为萧江氏与兰陵萧氏之间的渊源,萧江氏便继承了兰陵萧氏的“兰陵”郡望。《新安名族志》所称“郡号兰陵”即以郡望

称之,这可以以《新安名族志》称济阳江氏“郡号济阳”为证。后修于天启年间的《休宁名族志》,在论述萧江氏时称: 

又有萧江氏,本萧姓。唐宰相遘之仲子曰祯,为护军兵马使。广明间征逆巢有功,封柱国上将军,镇守江南,驻兵于歙之黄墩,

谋复唐业不克,遂指江为誓,异姓江焉,故郡望兰陵[3]。 

《休宁名族志》记载与《新安名族志》大体无异,只在段末改为“故郡望兰陵”五字,则又可证“郡号兰陵”即“郡望兰陵”

无疑,而并无所谓更歙州名为“兰陵”之意。 

另外,从史实方面考察,唐末萧祯将歙州以及毗连的宣州等地更名“兰陵”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。 

潘志义根据萧江氏族谱中关于“迁徽易姓”的记载,认定在唐末五代,“时任江南节度使”的萧祯“谋复唐业不克,退而占

据皖南山区的宣、池、歙诸州,也不做什么‘江南节度使’了,把他统治的皖南山区称为‘兰陵’郡。”
[4]
 

首先,潘志义所引用萧江氏族谱中萧祯“江南节度使”的官职,完全是萧江氏后人凭空杜撰的。唐末歙州属宣歙观察使,大顺

元年(890 年)三月,唐昭宗“赐宣歙军号宁国”[5],改属宁国军节度使,终唐一代,并无所谓“江南节度使”,后人伪造无疑。另外,

史载景福二年(893 年)
(1)
,杨行密兵略歙州。八月,“(杨)行密即以(陶)雅为歙州刺史,歙人纳之。”

[5]
歙州从而并入杨行密的势力

范围,此后又为南方杨吴、南唐政权相继控制,直至宋灭南唐才重新纳入中原政权版图。杨行密占领歙州后,任命部将陶雅为歙州

刺史管理歙州,又据《九国志》记载,天祐十年(913年)陶雅卒于“知歙州团练观察”
[6]
任上,可知陶雅在唐亡后继续镇守歙州,任

职歙州前后达 20年之久,故罗愿《新安志》称“雅在郡凡二十年”[7]。所以萧祯在唐末任“江南节度使”,“驻兵黄墩,北攻朱温”

之事也不可信,萧祯不可能越过陶雅,甚至越过杨行密来北攻朱温。最后,据《萧江全谱》所载世系,萧祯卒于唐昭宗景福二年(893

年),距唐哀帝天祐四年(907 年)朱温篡唐尚有 14 年的时间,与天祐元年(904 年)李克用、李茂贞等人以兴复唐室为名讨伐朱温,

也有 11 年之差。因而所谓“朱温篡唐,萧祯统领江南之兵北上与李氏宗室合谋兴唐大业,终不能克,退而占据江南”[8]之事,也只

能是萧江氏后人为美化先人而编造出来的。萧祯其人不见于史书,方志所载又系后出(2),其身份甚为可疑。萧江氏族谱中关于始迁

祖萧祯“迁徽易姓”的诸多记载,也多与史实不符,很难作为研究唐末五代歙州历史的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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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,从文献与史实两方面,我们可以认定徽州在唐末五代时期曾经改名过“兰陵”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。所以,以此来说

明“兰陵笑笑生”是徽州人(甚至明确为汪道昆)的说法,自然而然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。 

三、《水浒传》与汪道昆的关系不宜夸大 

《金瓶梅》故事脱胎于《水浒传》之中,因而在情节安排、人物设计、语言运用等方面深受《水浒传》的影响。在目前已知

的诸多版本的《水浒传》中,“天都外臣序”本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版本。关于天都外臣其人,沈德符称: 

今新安所刻《水浒传》善本,即其(郭勋)家所传,前有汪太函序,托名天都外臣者[9]。 

汪道昆号太函,可知天都外臣即汪道昆。但就目前所见材料而言,汪道昆与《水浒传》的关系仅仅是序作者的关系。但潘志

义等人提到汪道昆与《水浒传》的关系时,却多次指出汪道昆曾参与到了《水浒传》文本的编定之中,仅举几例: 

例 1.汪道昆在万历十五年(1587)左右,完成了《水浒传》编撰工作,于万历17年(1589)付梓[10]。 

例 2.汪道昆在万历17年前,研究《水浒传》的章回结构,校编好百回本《水浒传》后,即着手创作《金瓶梅》无疑[11]。 

例 3.众所周知,《金瓶梅》斯书是从徽州人明代兵部左侍郎汪道昆编纂的百回繁本《水浒传》中第 23 回至 26 回抄出,演义

成 100 回近百万字的世界名著
[12]
。 

例 4.笔者经过研究,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抄袭,而是因为明朝万历年间《水浒传》的整理、刊刻者“天都外臣”——徽州人

汪道昆,与稍后面世的小说《金瓶梅》的作者“兰陵笑笑生”可能是同一个人[13]。 

潘志义等人在文章中不仅多次强调汪道昆参与编定《水浒传》,更有甚者,竟然篡改引文,以合己说。吴晗的《<金瓶梅>的著

作时代及其背景》一文,为考证《金瓶梅》著作时代的名作,文章称: 

“嘉靖中大名士”是一句空洞的话,假使可以把它迁就为王世贞,那么,又为什么不能把它归到曾著有杂剧四种的天都外臣

汪道昆?为什么不是以杂剧和文采著名的屠赤水、王白谷或张风翼?那时的名士很多,又为什么不是所谓的前五子、后五子、续五

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?我们有什么反证说他们不是“嘉靖间的大名士”[14]? 

吴晗以此来说明,仅以“嘉靖间大名士”来确定王世贞就是《金瓶梅》作者的论据不充分。而潘志义引用吴晗文章时,却篡

改吴晗原文为: 

假使我们可以把它迁就为王世贞,那么,我们又为什么不能把他归到曾著有杂剧几种和托名天都外臣编有《水浒传》的汪道

昆
[11]
。 

引文与原文多处不合,尤其“托名天都外臣编有《水浒传》”一语更具蒙骗性,若不仔细核对原文,很容易让人误以为“汪道

昆参与编定《水浒传》”是吴晗的观点,而潘志义篡改过的引文后又被王潮涌转抄入其《汪道昆创作<金瓶梅>考》[15]一文中。 

这些持《金瓶梅》作者汪道昆说观点的学者们,如此强调汪道昆参与编定《水浒传》,无非是希望通过在汪道昆与《水浒传》、

《水浒传》与《金瓶梅》之间架起某种联系,增加某种可能,但是我们目前的材料并不能证明汪道昆参加过《水浒传》的编定工

作。在《水浒传序》中,汪道昆称其所序本《水浒传》为一“好事者”编定,并无自指之意。而且即便汪道昆曾经参与编定《水

浒传》,也并不能证明汪道昆就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,毕竟《水浒传》一书成书过程十分复杂,“水浒”故事又深入民间,文人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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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熟悉“水浒”故事的人又极多,仅仅因为汪道昆曾为《水浒传》作序,并不能证明其与《金瓶梅》的创作有何必然关系。所以

持《金瓶梅》作者“汪道昆说”的学者根本没必要如此无中生有地强调汪道昆曾经参与编定《水浒传》,更不必用更改引文的方

式来证明。 

四、《金瓶梅》为“徽州方言”论据不充分 

关于《金瓶梅》中方言问题,相关的研究有很多,“山东方言说”、“吴方言说”、“上海方言说”、“北京方言说”等等

不下十几种,各种说法分歧相当严重。为证明《金瓶梅》一书出自徽州,持《金瓶梅》作者“汪道昆说”的学者们试图从书中所

存在的“徽州方言”角度来论证。但实际上,这些论证本身存在着很多的问题,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来证明《金瓶梅》一书出自

徽州。 

首先,《金瓶梅》一书脱胎于《水浒传》,因而其在语言等方面深受《水浒传》的影响。如“害病”一词,《金瓶梅》第五十

二回: 

原来你院中人家,一日害两样病,做三个生日[16]。 

潘志义称:“徽州曰生病为‘害病’。”[17]实际上,“害病”作生病之意在《水浒传》中已经能够看到,如: 

高太尉骂道:“贼配军!你既害病,如何来得?”
[18]22

(第二回) 

众人寻思不下,数内有一个道:“既是敢来劈牌,要做天下对手,不是小可的人,怕人算他,以定是假装害病的。”[18](第七十四

回) 

可见“害病”一词不独徽州所有,而应是《金瓶梅》受《水浒传》影响的体现。 

再如“肉奶奶”一词,见于《金瓶梅》第二回,以此描写描述潘金莲体态。潘志义认为同样为“徽州歙县方言”,“身体丰满,

身体肥壮之谓也。”[19]其实“肉奶奶”一词同样源自《水浒传》中。《水浒传》第四十四回,作者借石秀之眼,描写潘巧云的体貌,

以暗示潘巧云的色与荡,书中称: 

黑鬒鬒鬓儿,细弯弯眉儿,光溜溜眼儿,香喷喷口儿,直隆隆鼻儿,红乳乳腮儿,粉莹莹脸儿,轻袅袅身儿,玉纤纤手儿,一捻捻

腰儿,软脓脓肚儿,翘尖尖脚儿,花簇簇鞋儿,肉奶奶胸儿,白生生腿儿。更有一件窄湫湫、紧皱皱、红鲜鲜、黑稠稠,正不知是甚

么东西
[18]594

。 

这一描写被《金瓶梅》作者全部移植到了书中,只是描写的对象改为了潘金莲而已。因此“肉奶奶”一词,也不能认定就是

徽州方言。 

除了受到《水浒传》的影响之外,《金瓶梅》书中的语言还受当时其他小说戏曲以及当时语言习惯的影响。如“伴当”一词,

其义“专指地主家内奴仆”,在歙县等地又指“役使如奴的佃户”[20]。潘志义根据雍正帝开豁诏书中有“近闻江南徽州有伴当”

一语,认定“‘伴当’这个称呼只限于徽州一地使用。”[19]但细检他书,明清小说中多见“伴当”一词的出现,如: 

二魔道:“叫那常随的伴当巴山虎、倚海龙来。”[21](《西游记》第三十四回) 

木耐大喜,情愿认作萧云仙的亲随伴当[22]。(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十九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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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见,“伴当”这一称呼并非仅限于徽州一地,并不能认其为徽州方言,也就不能作为证明《金瓶梅》作者为徽州人的证据。 

关于《金瓶梅》的方言研究,有学者认为“实际上,对某一方言的确定必须具有排他性,确定《金瓶梅》的方言当然也是如此。

就是说,你除了要证明《金瓶梅》中的语言与某方言相符,还必须证明它与其他方言都不符。”[23]而潘志义对《金瓶梅》中语言

就是徽州方言的论断明显还做不到这一点,除上述几例外,潘志义所认为的许多徽州方言词汇,如“胡”、“嘲”、“这咱”等词,

在其他许多方言中同样存在,也足见《金瓶梅》语言为徽州方言的论据不充分。而且“在一般词汇方面,徽州方言大多是跟太湖

片吴语相同”[24],独立的“徽州方言”是否存在尚难论定,更不用说轻率地就认定《金瓶梅》中的语言为徽州方言了。 

五、《金瓶梅》中“徽州习俗”论据不充分 

潘志义认为金瓶梅中习俗多数为徽州所独有,似乎也不妥,篇幅所限,仅举“安席”一例证伪。 

关于“安席”,《金瓶梅词典》称:“宴会入座时敬酒、行礼,谓之安席。”[25]潘志义在文章中则不止一次地提到徽州的“安

席”习俗,称“安席”为“徽州方言口语,徽州风俗的常用口头语”,具体为“徽州请客摆酒,按来辈分大小,职务高低,年龄长幼

安排位次之谓也。”[19]并讥讽由“诸多学者参与编写的《金瓶梅词典》既错又误,可见时下学风不正,浮躁透顶。”[26] 

但是笔者搜集明清戏曲小说资料,发现“安席”习俗广泛存在于明清小说之中,并非徽州所独有。如: 

赵云曰:“某愿往擒此二人!”言讫,上马引军出。玄德在城上管待马超吃酒。未曾安席,子龙已斩二人之头,献于筵前
[27]
。(《三

国演义》第六十五回) 

那女王敛袍袖,十指尖尖,奉着玉杯,便来安席。行者近前道:“我师徒都是吃素。先请师父坐了左手素席,转下三席,分左右,

我兄弟们好坐。”太师喜道:“正是,正是。师徒即父子也,不可并肩。”众女官连忙调了席面。女王一一传杯,安了他弟兄三位。

行者又与唐僧丢个眼色,教师父回礼。三藏下来,却也擎玉杯,与女王安席[21]。(《西游记》第五十四回) 

安席的习俗复杂繁琐,除按爵秩、年齿叙座之外,还要一一把盏敬酒,所以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感慨到: 

这一安,就安到五更天了。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子,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,这会子还怄我就不好了[28]。 

另外,从上引《西游记》对女儿国国王与唐僧师徒安席时的描述可知,宴会中的安席“包括叙座、把盏两项内容”[29],而潘志

义与《金瓶梅词典》各述其一,都没有完整展现安席习俗的全貌。 

以上的论证重点不在于揭示“安席”的实际内容和含义,而在于说明安席习俗在明清两代广泛存在,便不能因为徽州至今仍

有流传,就认为为徽州所独有。除“安席”外,潘志义所述许多“徽州习俗”也都有同样的问题。另外,张健先生也认为,徽州是

一个移民社会,方言与风俗多随移民而被带入徽州,“所以《金瓶梅》中的方言和风俗与徽州方言和风俗有部分相同,不能佐证汪

道昆就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。”[30]张先生从移民社会的角度来思考徽州方言、风俗与《金瓶梅》的关系,颇有见地。 

六、结语 

近年来的《金瓶梅》作者研究,虽然表面上十分繁荣,但真正的有价值的成果并不多。在没有直接相关的新材料发现之前,《金

瓶梅》作者的研究很难有进一步的突破,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相关的研究,但是在对《金瓶梅》作者提出假说的时候,要有足

够的证据支撑。而且在研究方法上,不能在研究之前就先预设了一个结果,然后再围绕这个预设的“结果”找证据,这是一种本末

倒置的方法。最重要的是,关于《金瓶梅》作者的讨论属予学术研究的范畴,不宜将其卷入某些利益之争中,在进行相关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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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,“我们应该防止狭隘的地方主义情绪,因为它会把人的聪明才智都蒙蔽住的。”[31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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